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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计完善的碳交易体系能够为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作出重要

贡献，其中，合理的碳排放权分配和定价机制能够通过形成有效的价格信号来促进

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本文提出了一个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碳排放权定价与分配

的混合机制，该机制通过结合单一价格机制和单一数量机制的优点，能够实现有效

的信息激励，促使企业将其自身真实的排放信息上报给决策者，用以制定最优政策

目标。基于我国投入产出数据以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并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

型的仿真模拟对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混合机制的减排效

果优于单一碳税机制和单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最接近于完全信息情景，因而能够

在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形成有效的碳价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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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碳定价政策是目前全球各国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以市场化

的手段对二氧化碳进行定价，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进而引导企业进行低碳技术投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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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实现“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何建坤，2021）。碳税（价格政策之一）和碳排放权交易（数量政策之一）是两种

最常见的碳定价工具，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到2021年为止，全球共有64个国家或地区

已经实行这两种碳定价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覆盖全球约 21.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World
Bank，2021）。

边际减排成本（Marginal Abatement Cost，MAC）是影响碳定价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因素，是

决策者制定具体的碳定价政策的关键变量。在理想情况下，碳税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

效果是等价的，即碳税税率、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与MAC这三者在均衡状态下是相同的。这种

政策等价性主要依赖于两个要素：历史排放量和生产技术水平，当这两个要素的信息能够被

准确度量与获取时，边际减排成本曲线（Marginal Abatement Cost Curve，MACC）就能够得以确

认。目前，全球现有的碳定价政策均配套了碳监测、报告和核查（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MRV）体系，以最大程度保证历史排放量数据的准确性①，但是MRV体系有效性依

赖于一定的现实条件（孙永平、刘瑶，2017），因而MACC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决策

者在设定总量控制目标或碳税水平时出现偏差（段茂盛、庞韬，2014）。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即使决策者能够准确获取企业的历史排放量水平，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

企业私有信息，因此企业依然可以通过隐瞒其生产技术信息来影响决策者对其MACC的判

断，从而影响碳定价政策的制定，为其自身谋求利益（Kwerel，1977；Miyamoto，2014；Wang et
al.，2019）。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碳定价政策将无法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也无法通过合理的

碳价格引导企业进行低碳投资，因而需要设计新的碳定价政策，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现象所带

来的弊端。

本文将从决策者与企业的最优决策出发，建立理论模型来设计一个能够让企业讲真话的

碳排放权定价与分配机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该机制所能带来的环境效率提升，为我国未来

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对信息不对称下的碳

定价机制设计进行梳理与总结；第三部分构建了包含决策者与企业的两回合博弈模型，提出

了一个具有信息激励效果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第四部分利用中国现实数据对该分配机制进

行了数值模拟；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分析。

①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发改办气候[2016]57号文件，我国针对计划建立的全国性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企业历史碳排放的核算、报告与核查工作，根据文件内容，拟纳入碳

排放权交易范围的企业将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上报2013年至2015年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及相关数据，并且报告部分其他相关基础数据，来满足排放权配额分配的需要，此外还将由第三方核

查机构对企业的排放数据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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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企业会利用其对自身减排成本的私有信息优势，来做出策略行为，

从而降低传统碳定价政策的效果。Kwerel（1977）指出，在单一碳税政策下，企业会通过低估

其减排成本来促使决策者制定一个较低的碳税税率，以此降低其总成本，而在单一碳排放权

交易政策下，企业则会通过夸大其减排成本来促使决策者发放更多的排放权许可，以此降低

其总成本。Weitzman（1978）指出单一价格信号或总量控制信号在经济计划中是不一致的信

号，因此采用任意一种单一政策都不是最优的政策安排。虽然在一些特定的假设下，单一政

策仍有可能达到最优均衡解（Dasgupta et al.，1980；Spulber，1985；McKitrick，1999；Costello &
Karp，2004），但是这些强假设很难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此外，通过动态修正单一政策这种试

错的方式，例如在单一价格拍卖之后实行事后供应调整（Khezr & MacKenzie，2021a）等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但这种方法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成本，且容易造

成政策在企业中的可信度不断下降（Weitzman，1978）。
针对单一碳定价政策在面对信息不对称时的不足，混合碳定价政策开始受到关注，这类

政策通过更加巧妙的机制设计而不是增加强假设条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混合政策最

早由Roberts和Spence（1976）正式提出，其本质是结合价格政策和数量政策，来对碳排放同时进

行价格约束和总量控制。Roberts和Spence（1976）指出，通过设立一个排放权交易市场，同时对

超额排放进行惩罚或对超额减排进行补贴，这一机制可以近似模拟不确定的边际损失函数，从

而使决策者能够将期望总成本最小化。Kwerel（1977）提出只要在设立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础

上，设定一个最优补贴率对企业的超额减排进行补贴，就能够让企业真实上报其私有的减排信

息。但是该机制仅仅是一个纳什均衡，因而企业讲真话的策略并非是一个占优策略，当出现企

业合谋等情况时，这一机制将无法达到最优。在Kwerel（1977）之后，陆续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

基于企业之间完全信息的排放权分配机制设计（Varian，1994；Duggan & Roberts，2002），也有

研究提出了基于Vickrey-Clarke-Groves（VCG）机制的定价机制（Dasgupta et al.，1980；Montero，
2008；Shrestha，2017），但这些机制与现实政策应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Khezr & MacKenzie，
2021b），且基于简化拍卖规则的分配机制将会陷入低价均衡的结果（Wilson，1979）。

一个设计良好的混合政策机制，能够促使企业的最优策略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对排放

权价格形成一个合理波动的“价格区间”，以此来保证价格信号的激励作用。然而，如果是采

用补贴和税收的方式来形成价格区间将存在巨大的政策成本，基于这一考量，Pizer（2002）提

出决策者通过预留排放权数量并进行事后动态发放的方式来增加排放权的市场供给，从而为

碳排放权价格设置上限，Fell和Morgenstern（2010）、Fell等（2012）以及Holt和 Shobe（2016）等

学者也从不同研究视角对设定“价格区间”这一政策进行了拓展分析，使得混合政策在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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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操作性得到了提升。此外，Burtraw等（2010）提出决策者在发放保留排放权时（通常以出

售或拍卖方式进行），可以设定一个最低出售价格或拍卖保留价格，从而为碳排放权价格设置

下限，Khezr和MacKenzie（2021b）则设计了一个允许决策者在收集全部出价信息后决定排放

权供应量的机制，来促使企业提交真实出价。目前这一类可变数量排放权供给的拍卖机制正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类似机制也已被用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
sions Trading System，EU ETS）、加州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California's Cap-and-Trade Program）
以及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The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等碳交易市场

（Khezr & MacKenzie，2018；Perino，2018；齐绍洲、王薇，2020；Friesen et al.，2022），MacKenzie
（2022）对这些实践中的拍卖机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和总结了其发展和成功的经验，

发现拍卖机制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也将带来结果的巨大差异。

碳市场价格信号的形成，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目前针对碳排

放权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讨论碳减排责任在国际层面的分配（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彭水军等，2016），另一方面是讨论碳排放权在国内区域层面的分

配（汤维祺等，2016a；钱浩祺等，2019），这些宏观层面的研究往往不考虑信息不对称因素，着

重于讨论不同的减排责任分担机制和初始排放权分配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效率和公平性影

响。考虑到我国于 2021年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并且未来基于拍卖的排放权分配方式

将逐步取代免费分配方式（张希良等，2021），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排放权分配机制对我国碳市

场效率的影响。现有研究一方面从排放权拍卖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作为切入点开展研

究，例如汤维祺等（2016b）研究了拍卖分配排放权等不同方式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王明喜等

（2019）以及王梅和周鹏（2020）均研究了有偿拍卖和免费分配两种分配方式对碳市场的效率

影响。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则主要从克服碳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切入来研究排放权分配机

制。例如，王明喜等（2015）通过对五种不同碳排放权分配机制下的企业减排投资行为差异进

行考察，建议通过第三方检测或者立法的形式来防止企业瞒报碳排放信息。杨晶玉和李冬冬

（2018）等针对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存在减排成本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研究了不同排污权拍卖

形式的效率差异。李冬冬等（2020）从设计合理的价格政策工具角度切入，研究如何通过确定

最优的谎报惩罚成本来促使企业“讲真话”。从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到，探讨排放权拍卖机制如

何克服我国碳市场建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及对排放权分配效果和价格形成机制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还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所提出的碳排放权定价与分配机制，是一个基于价格政策和数量政策相结合的混合

分配机制，该机制能够促使企业上报其真实的减排信息，因而具有能够同时进行总量控制和

形成合理碳价信号的特征。区别于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机制，本文所提出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

中，企业的最优决策是相对独立的，因而“讲真话”是其占优策略，且该机制不需要进行后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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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包括支付补贴、征收惩罚或发放配额等），其政策成本较小，具有较强的现实可操作性。

三、理论模型

（一）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模型基于 Kwerel（1977）的框架展开。假定企业 i 的排放成本函数为

Ci( )ηiXi ，其中 Xi 为企业的总排放量，当企业不受政策约束时，企业 i 的排放量为 X̄i ，则

Ci( )ηiX̄i = 0 ，¶Ci( )ηiXi ¶Xi < 0 且 ¶2Ci( )ηiXi ¶X 2
i > 0 ，企 业 的 边 际 减 排 成 本 定 义 为

MACi( )ηiXi = -¶Ci( )ηiXi ¶Xi ，ηi 为企业异质性成本参数，其约束范围为 ηiÎé
ë

ù
û-ηi

 η̄i ，

¶Ci( )ηiXi ¶ηi > 0 且 ¶2Ci( )ηiXi ¶Xi¶ηi < 0 ，边际减排成本及其随参数的变化由图 1所示。

定义社会总排放成本函数为 C( )X =minå
i

Ci( )ηiXi ，受约束于å
i

Xi =X ，则根据一阶条

件可得 ¶C( )X ¶X = ¶Ci( )ηiX *
i ¶Xi = ¶Cj( )ηjX *

j ¶Xj ，其中 i ¹ j ，即全社会边际减排成本和企

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相同。

P

MACi( )ηiXi

0 Xi

MACi( )η̄iXi

MACi
æ
è

ö
ø-ηi

Xi

图1 企业异质性边际减排成本曲线

对于决策者而言，社会总排放损失函数为 D(X ) ，¶D ¶X > 0 且 ¶2 D ¶X 2 > 0 。决策者的

目标为最小化社会总成本 D( )X +C( )X ，则其一阶条件为：

D′( )X * +C ′( )X * = 0 （1）
其中 X * 为社会最优碳排放总量，上标一撇表示导数。令 P* 为社会最优碳排放价格，则有社

会最优均衡条件：

P* = -C ′( )X * =D′( )X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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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决策者的碳定价政策机制为 Μ：{ }C( )X D( )X ®A ，即决策者根据社会总排放成本

函数和社会总排放损失函数来确定政策目标集合 A 。 A ={ }P 表示单一价格政策，P 为碳税

税率，A ={ }Q 表示单一数量政策，Q 为排放控制总量。但是由于决策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

不对称，企业拥有对其自身排放成本的私有信息，而决策者没有企业的排放成本信息，因此政

策实施涉及两轮交流共四个步骤：

步骤一：决策者宣布政策机制 M ；

步骤二：企业向决策者上报各自的排放成本函数 Ĉi( )η̂iXi ；

步骤三：决策者根据所有的 Ĉi( )η̂iXi 确定社会总排放成本函数 Ĉ( )X 以及政策工具

{ }PX ；

步骤四：企业根据政策工具决定各自的最优行动 X *
i 。

其中 Ĉi( )η̂iXi 为企业自主上报的排放成本函数，步骤三的社会总排放成本函数定义不变，即

Ĉ( )X =å
i

Ĉi( )η̂iXi 。实际应用中，Ĉi( )η̂iXi 与企业自身真实排放成本函数 Ci( )ηiXi 存在偏

差的可能性，即企业在上报排放成本函数时具有说谎的动机。Kwerel（1977）的研究表明，在

这个框架下，不论单一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制度 (ΜQ) 还是单一碳税制度 (ΜP) ，企业都能够通

过谎报其排放成本函数来实现总成本的下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这两种政策制度的失效，无

法达到社会最优。

（二）固定价格分配机制

固定价格分配机制结合了价格政策和数量政策两者特征，是一种混合政策机制ΜM ：

ΜM：{ }C( )X D( )X ®{ }eX （3）
在公式所定义的混合政策机制ΜM 中，决策者同时公布两个政策目标：碳排放权分配价

格 e 以及碳排放权总量控制目标 X ，对企业而言，将以固定的初始价格从决策者购买其申报

的碳排放权，实际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权之间的富余或缺口将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出清，形

成一个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均衡价格 p 。

当企业观察到自身的排放成本函数 Ci( )ηiXi 后，决定上报函数 C l
i ( )ηl

iXi 。决策者根据所

有企业上报的成本函数得到社会总排放成本函数 Cl( )X ，上标 l 表示偏离最优分配的结果。

图 2表示企业在夸大排放成本和隐瞒排放成本两种情形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当企业谎报信

息时，决策者所确定的政策目标将会偏离 { }X̄ ē ，我们记为 { }X̄ l ēl ，其中 ē =MAC( )X̄ 且

ēl =MACl( )X̄ l 。此时，企业的成本最小化目标为：

min
{ }Xi

Ci( )ηiXi + ēl Ll
i - p( )Ll

i -X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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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l Ll
i 为购买碳排放权配额的成本，p( )Ll

i -Xi 为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出售多余排放权

（或购买排放权）的收益（或成本）。碳排放权的均衡交易价格由真实排放成本曲线所决定，因

此 p = -MAC( )X̄ l 。当企业夸大其排放成本时，即 Cl( )X >C( )X ，我们得到 ēl > ē 且 X̄ l > X̄ ，

均衡价格 p 满足 ēl > ē > p ；反之，若企业隐瞒其排放成本，即 Cl( )X <C( )X ，同理可得 ēl < ē

且 X̄ l < X̄ ，均衡价格 p 满足 p > ē > ēl 。

0

ē
p

ēl

P MACl(X )

MAC(X )

X̄ XX̄ l

MAC(X )

MACl(X )

0

ē

ēl

X̄ XX̄ l

P

p

企业夸大排放成本情形 企业隐瞒排放成本情形

图 2 固定价格分配机制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

对于企业而言，其最终获得的碳排放权数量 Li 由拍卖价格与其上报排放成本函数所决

定，因此在夸大排放成本情况下，将获得更多碳排放权，即 Ll
i > Li ，而在隐瞒排放成本情况下，

将获得更少碳排放权，即 Ll
i < Li 。由公式（4）可知企业总成本与排放量变化之间的关系为：

dCi( )ηiXi =
æ

è
çç

ö

ø
÷÷

¶Ci( )ηiXi

¶Xi

+ p dXi （5）

当企业夸大其成本函数时，有 p < -¶Ci( )ηiXi ¶Xi ，因此由公式可知 dCi( )ηiXi dXi < 0 ，

即增加排放量能够降低总成本，因此企业的最优排放量 X *
i = Ll

i ；而当企业隐瞒其成本函数

时，有 p > -¶Ci( )ηiXi ¶Xi ，同理可知 dCi( )ηiXi dXi > 0 ，即降低排放量能够降低总成本，因此

企业的最优排放量 X *
i = Ll

i 。结合公式，可知此时企业在均衡状态下的总成本函数为：

Ci( )ηl
iLl

i =Ci( )ηiLl
i + ēl Ll

i （6）
因此，企业在决定是否谎报其排放成本函数时，将通过对排放成本变化与购买碳排放权

成本变化进行权衡，接着分情况进一步讨论两种情况下的企业具体决策。

（三）企业夸大排放成本函数情形

当企业夸大其排放成本时，由上述分析可知企业最优化行为将会把多余的所有排放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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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排放，而不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出售获利，此时企业的排放成本变化为：

DCi( )ηiXi = X̄i

Ll
i

-
¶Ci( )ηiXi

¶Xi

dXi （7）
其中 X̄i 为信息对称情况下的企业排放量水平。而企业拍卖碳排放权的成本变化为：

D( )ēXi = ēl Ll
i - ēX̄i = ēl( )Ll

i - X̄i + ( )ēl - ē X̄i （8）
由于 ēl > -¶Ci( )ηiXi ¶Xi ，因此得到：

X̄i

Ll
i

-
¶Ci( )ηiXi

¶Xi

dXi≤X̄i

Ll
i

ēldXi = ēl( )Ll
i - X̄i （9）

结合公式（6）、公式（8）和公式（9），可知：

Ci( )ηl
iLl

i >Ci( )ηiX̄i （10）
公式（10）表明企业若夸大其排放成本函数将使得其总成本上升，因此上报真实成本函数

才是其最佳策略，且无论其他企业是否讲真话，该企业的最优策略依然是讲真话。图 3展示

了该策略的几何意义，企业排放成本减小额为面积 SABEG ，而购买碳排放权成本增加额为面积

SABEDFC ，由于 SABEDFC > SABEG ，因此企业总成本上升。

MAC(X )

MACl(X )

0

ē

p

ēl

P

X̄ X̄ l 0

F

C A

D

G

B E
XiX̄i X̄ l

i

MACi( )ηiXi

MAC l
i
æ
è

ö
ø

ηl
iXi

P

X

全社会加总MAC曲线 企业成本变化

图3 企业夸大排放成本情况下总成本变化

（四）企业隐瞒排放成本函数

当企业隐瞒其排放成本时，企业的最优化行为将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减排，使其将排放

量限制在购买的碳排放权控制数量以内，而不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权来达到其

原本的排放量水平，此时企业的排放成本变化为：

DCi( )ηiXi = Ll
i

X̄i

-
¶Ci( )ηiXi

¶Xi

dX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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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X̄i 表示信息对称情况下的企业排放量水平。此时企业拍卖碳排放权的成本变

化为：

D( )ēXi = ēX̄i - ēl Ll
i = ē( )X̄i - Ll

i + ( )ē - ēl Ll
i （12）

由于 ē < -¶Ci( )ηiXi ¶Xi ，因此得到：

Ll
i

X̄i

-
¶Ci( )ηiXi

¶Xi

dXi > Ll
i

X̄i

ēdXi = ē( )X̄i - Ll
i （13）

因此，企业总成本函数变化量为：

DCi( )ηiXi = Ll
i

X̄iæ

è
çç

ö

ø
÷÷-

¶Ci( )ηiXi

¶Xi

- ē dXi - ( )ē - ēl Ll
i （14）

公式的正负号将由三个因素决定，即企业边际减排成本函数的斜率大小、全社会边际减

排损失函数的斜率大小以及企业最优排放量变化大小决定。这里假定在信息对称下最优行

为点 ( )ēX̄i 的领域内，边际减排成本函数的斜率为常数 -ci 且全社会边际减排损失函数的斜

率为常数 b ，则公式将简化为：

DCi( )ηiXi = ( )X̄i - Ll
i Ll

i

é

ë
êê

ù

û
úú

X̄i - Ll
i

2Ll
i

ci - b （15）

由于 X̄i > Ll
i ，因此公式的正负号将由 ci 、( )X̄i - Ll

i 2Ll
i 和 b的大小决定，当 ci( )X̄i - Ll

i 2Ll
i > b

时，企业隐瞒成本将导致总成本上升，上报真实排放成本函数将是企业最优决策，且无论其他

企业是否讲真话，该企业的最优策略依然是讲真话。图 4展示了该策略的几何意义，企业排

放成本增加额为面积 SBEDG ，企业购买碳排放权成本减少额为面积 SABEDFC ，两者面积大小差

异等于 SHDG - SAHFC ，其正负由公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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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l(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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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加总MAC曲线 企业成本变化

图4 企业隐瞒排放成本情况下成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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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中，边际减排损失函数的斜率 b 通常远小于边际减排成

本函数 c（通常情况下 b = 0），使得公式（15）大于零。此外，当企业隐瞒其排放成本的程度增

加时，也会使得公式（15）结果上升，导致企业总成本上升，因此若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函数斜

率较低，企业谎报其减排成本的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不会超过一个成本类型下限 -ηi
。

四、数值模拟

（一）异质性边际减排成本曲线

本文假设企业采用嵌套常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生产技术：

Y = γ[ ]αV
-ρ + ( )1 - α E

-ρ - 1
ρ

V = éë
ù
ûβK

-ρV + ( )1 - β L
-ρV

- 1
ρV

（16）

其中 Y 表示产出，γ为希克斯中性技术参数，V 为增加值投入、K 为资本要素、L 为劳动要

素、E 为能源投入，α和 β分别为要素投入份额，ρ和 ρV 分别为替代参数。根据生产者理论，

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为：

max
{ }VE

π =PYY -PL L -PK K -PE E

s.t. E × ef≤ Ē
（17）

其中 PY 、PL 、PK 和 PE 分别为产出、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的价格，ef 为能源的

碳排放因子，Ē 为企业面临的碳排放上限约束。定义边际减排成本为 MAC( )Ē = -¶π* ¶Ē ，

π* 为利润极值函数，则根据一阶条件，可得：

MAC( )Ē = - 1
ef

æ

è

ç
ç

ö

ø

÷
÷γ( )1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αæ

è
ç

ö
ø
÷

V *

E*

-ρ
æ
è
ç

ö
ø
÷

E
E*

-1 ρ

+ ( )1 - α
-1 ρ

-PE

V *

E*
=
é

ë
êê

ù

û
úúβæ

è
ç

ö
ø
÷

K*

E*

-ρV

+ ( )1 - β æ
è
ç

ö
ø
÷

L*

E*

-ρV
-1 ρV

（18）

上式中，上标星号表示企业没有进行减排时的要素投入量。由公式可以看到，企业的边际减

排成本主要由七个因素决定：增加值投入份额 α 、资本投入占比份额 β 、资本能源投入比

K* E* 、劳动能源投入比 L* E* 、增加值-能源替代参数 ρ、资本-劳动替代参数 ρV 以及碳排放

减排比例 E E* 。以上参数均能够通过现实数据获得或者估计得出，于是能够得到不同企业

或者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函数。

（二）企业减排成本类型聚类分析

由前文的分析，不同企业的减排类型由七个因素决定，其中替代参数 ρ和 ρV 在相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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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假设不存在差异，减排比例 E E* 则是MAC的自变量，因此企业的减排成本类型可由特征

向量 Fi = ( )αiβiKRiLRi 来表示。

目前有多种方法可以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类，本文所涉及的边际减排成本的函数表达式复

杂，具有高度的非线性特征，且不存在事先预设的因变量，故无法使用计量回归方法进行分

类。因此，本文采用机器学习理论中的K-Means无监督分类算法实现对企业减排成本类型的

分类，以各企业的特征向量 Fi = ( )αiβiKRiLRi 为聚类特征，将不同企业聚类到不同的减排

成本类型。由于类别的数量是未知的，因此需要采用轮廓系数（Silhouette Coefficient）作为类

别数量选择的判定准则，确定最优的分类数量，轮廓系数的定义为 S = ( )b - a max( )ab ，a 表

示样本中每一个数据与同一个分类中数据距离的平均值，而 b 表示样本中每一个数据与最相

邻分类中数据距离的平均值，因此轮廓系数的取值范围为-1到1，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分类

的效果越好。在文本研究中，每个行业最少分类数为三类：低排放成本类、中等排放成本类以

及高排放成本类，同时针对三至八类分别进行聚类分析并计算相应的轮廓系数，取轮廓系数

最高的分类数作为最终聚类结果。

（三）分行业异质性MAC曲线估计

分行业异质性MAC曲线由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

模拟得到，该CGE模型是一个静态CGE模型，由于篇幅所限，模型的核心设定可以参考Qian
等（2017、2018）和Wu等（2022）中的相关模型描述信息。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减排成本

类型的异质性，因此重点针对行业拆分进行了处理，其他模型设定包括生产模块、消费者模

块、政府模块、宏观闭合条件以及参数设定等，均采用GTAP-E模型的设定（Antimiani et al.，
2012）。假定第 i 个行业中共有 N 个企业，这些企业被聚类成 k 个不同的减排类型，则在投入

产出表中，第 i 个行业将被拆分成 k 个细分行业，每个行业的中间投入和增加值则按照不同

类型企业的中间投入和增加值作为权重进行拆分。这些细分行业具有相同的产出品，但是由

于其生产技术的差异，其MAC曲线之间也存在差异。

通过给每一个细分行业设定不同的排放总量约束，可以得到不同总量约束下的细分行业

的边际减排成本组合：

{ }EMi j1PEMi j1 { }EMi jnPEMi jn （19）
其中 EMi jn 表示第 i 个行业中第 j 个细分类别的第 n 次模拟对应的碳排放总量，PEMi jn 则

表示第 i 个行业中第 j 个细分类别的第 n 次模拟对应的碳排放权均衡价格，用常见的二项式

对式中的序列进行回归拟合①，建立回归模型：

PEMi j = αi j0 + αi j1EMi j + αi j2 EM 2
i j + εi j （20）

① 使用二项式来表示MAC曲线的处理方法可参见Weitzman（1974）与Newell和Pizer（2008）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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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εi j N ( )0σ 2
i j ，αi j0 、αi j1 和 αi j2 为回归系数。则第 i 个行业第 j 个细分类别的MAC

曲线为：

MACi j( )X = α̂i j0 + α̂i j1X + α̂i j2 X 2 （21）
其中 α̂i j0 、α̂i j1 和 α̂i j2 为系数估计值，X 为碳排放量。

（四）模拟情景设计

根据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将模拟三种情景下的碳排放差异：完全信息情景、夸大排放成

本情景和隐瞒排放成本情景，整个数值模拟过程由图 5展示。在完全信息情景之下，决策者

掌握不同类型排放成本信息，同时根据公式（1）和公式（2）进行最优决策。而在另外两个情景

之下，决策者分别采用单一价格政策机制ΜP（碳税政策）和单一数量政策机制ΜQ（碳排放权

交易政策）。在三种情景中，社会总排放损失函数均采用线性形式，即 D( )X = b0 + b1X ，因而

社会边际排放损失函数 D′( )X = b1 为常数。其中，参数 b1 取从 10元/吨到 100元/吨来验证结

果的稳健性。

夸大排放成本情景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开始情景模拟

初始化边际减排成本参数

完全信息情景模拟
（固定价格分配制度） 改变边

际排放
损失值

保存三种情景模拟结果

结束情景模拟
分析结果

隐瞒排放成本情景
（碳税制度）

图5 完全信息情景与信息不对称数值模拟流程

（五）数据来源

本文CGE模型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微观企业数据来自2012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①，共包含311314家工业企业，覆盖了42部门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对应的

25个制造业部门。企业减排类型聚类所使用的指标由表 1所示。

① 有关使用该数据库的优势与劣势的具体介绍，可以参考聂辉华等（2012）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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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聚类计算过程涉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指标
原始指标

固定资产合计

本年折旧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利润总额

应交所得税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增值税

工业总产值

计算目标

资本要素投入

资本要素收入

中间投入成本与能源投入成本

增加值税收收入

营业盈余

增加值税收收入

劳动要素收入

增加值税收收入

总产出

在对数据进行清洗的过程中，首先剔除指标为 0的异常值及样本，其次将计算聚类特征

指标（均为相对变量）时的异常值及其样本剔除。清洗后的分行业数据统计由表 2所示。最

钱浩祺 吴力波：信息不对称视角下我国工业企业碳排放权分配与定价机制研究

表 2 数据清洗结果统计

行业代码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行业名称

煤炭采选产品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金属矿采选产品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食品和烟草

纺织品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化学产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金属制品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仪器仪表

其他制造产品

废品废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燃气生产和供应

水的生产和供应

企业总数
（个）

6385
260
4732
2903

31249
22055
17001
11696
13116
1891

31873
12732
32009
6125

15718
24776
28814
19558
11258
3825
5129
1054
5080
927
1148

有效数
（个）

5247
221
4036
2444

26809
20024
15056
10308
11819
1644

28209
11399
27538
5389

13956
22164
25846
17698
10435
3558
4565
912
4315
816
993

百分比
（%）

82.2
85.0
85.3
84.2
85.8
90.8
88.6
88.1
90.1
86.9
88.5
89.5
86.0
88.0
88.8
89.5
89.7
90.5
92.7
93.0
89.0
86.5
84.9
88.0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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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鉴于本文所使用的企业层级微观数据仅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因此仅假定这部分

数据所覆盖的25个行业存在信息不对称，其余包括第一产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均假定为

具有完全信息的行业。对数据可获得的25个行业进行模拟研究已经可以充分反映出政策机

制设计在信息激励中的巨大差异。

（六）模拟结果分析

本文聚类分析利用了 Python 软件的 Scikit-Learn 机器学习工具包中的 K-Means 模块和

Metrics模块进行，对25个部门的工业企业分别进行聚类，轮廓系数统计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共有 16个行业对应的最优分类数量为第 3类，有 8个行业对应的最优分类数量为第 4
类，只有1个行业的最优分类数量为第5类。

表 3 聚类轮廓系数结果

行业代码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行业名称

煤炭采选产品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金属矿采选产品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食品和烟草

纺织品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化学产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金属制品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仪器仪表

其他制造产品

废品废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燃气生产和供应

水的生产和供应

3
0.43*
0.41*
0.48*
0.51*
0.44

0.42*
0.49*
0.44

0.45*
0.46
0.40

0.41*
0.42
0.44
0.41
0.38

0.44*
0.41*
0.44*
0.47*
0.47*
0.56*
0.44

0.45*
0.36*

4
0.37
0.36
0.43
0.46

0.46*
0.41
0.39

0.45*
0.41
0.47

0.43*
0.41

0.43*
0.46*
0.42*
0.41*
0.40
0.41
0.37
0.36
0.43
0.51

0.44*
0.38
0.34

分类数量

5
0.37
0.38
0.43
0.41
0.42
0.38
0.40
0.40
0.39

0.48*
0.38
0.38
0.40
0.40
0.38
0.37
0.37
0.36
0.36
0.37
0.42
0.46
0.39
0.38
0.31

6
0.38
0.37
0.39
0.40
0.40
0.38
0.38
0.40
0.37
0.45
0.38
0.37
0.39
0.40
0.37
0.36
0.36
0.37
0.36
0.34
0.41
0.46
0.37
0.36
0.32

7
0.35
0.38
0.40
0.41
0.40
0.38
0.38
0.38
0.38
0.41
0.39
0.37
0.38
0.37
0.37
0.37
0.36
0.36
0.36
0.35
0.38
0.45
0.36
0.36
0.33

8
0.36
0.37
0.41
0.41
0.39
0.36
0.36
0.39
0.37
0.42
0.39
0.37
0.36
0.38
0.38
0.36
0.36
0.35
0.34
0.35
0.39
0.40
0.32
0.35
0.32

注：*表示对应行业最大的分类轮廓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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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对CGE模拟结果进行回归，得到各行业排放成本函数参数估计值，图6以食品和

烟草行业为例，展示了该行业中4种不同的减排成本类型，类型1和类型2依次代表了两种高

减排成本类型，而类型3和类型4则依次代表了两类低减排成本类型。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氧化碳减排量（万吨）

类型1 类型2 类型3 类型4

边
际

减
排

成
本
（
元

/吨）

图6 食品和烟草行业异质性边际减排成本曲线

不同碳定价机制的情景模拟结果由图 7所示，随着社会边际排放损失的不断上升，决策

者会制定越来越严格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从减排效果来看，采用固定价格分配机制的总

减排量最接近完全信息情景下的总减排量，采用单一碳税机制的减排效果次之，而采用单一

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的减排效果最不理想。当社会边际排放损失为10元/吨时，固定价格分配

机制仅比完全信息下少减排2.24%，单一碳税机制则将少减排10.71%，而单一碳排放权分配机

制的减排量仅约占完全信息下的一半，少减排55.49%。当社会边际排放损失上升到100元/吨
时，固定价格分配机制相比完全信息下的减排量的差异将减少至 1.33%，单一碳税机制的差

异减少至5.84%，而单一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的差异将上升至58.26%。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社会边际排放损失（元/吨）

完全信息 固定价格分配 碳税 碳排放权交易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二
氧

化
碳

减
排

量
（
百

万
吨
）

图7 不同情境下CO2减排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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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随着社会边际排放损失的上升，企业存在一定的谎报减排成本

信息的空间，从模拟结果来看，这种撒谎的空间非常有限，即使在社会边际排放损失达到100
元/吨时，采用固定价格分配机制的减排效果依然优于采用单一碳税机制的减排效果，这表明

本文所提出的固定价格分配机制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能够达到政策目标。

从行业层面看，模拟结果也反映出不同行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差异性，图 8展示了在社

会边际排放损失为50元/吨时，不同行业在不同碳定价机制下与完全信息情景相比的减排效

果差异。从图 8可以看到，在单一碳税机制或单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所有的行业都将会

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发生较严重的企业谎报信息的情况，从而导致所有行业的碳减排量与完全

信息情况相比有较大的差异。而在固定价格分配机制下，仅有四个行业会发生较明显的企业

撒谎现象，这四个行业分别为化学产品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行

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行业，这一结果表明，这四个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现象，在具体实施政策时，应该对这四个行业予以重点关注。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行业代码

固定价格分配 碳税 碳排放权交易（次坐标）

0%
-3%
-6%
-9%

-12%
-15%

0%
-20%
-40%
-60%
-80%
-100% 相

比
完

全
信

息
情

景
的

差
异

率

相
比

完
全

信
息

情
景

的
差

异
率

注：社会边际排放损失为50元/吨。

图8 不同碳定价机制下各行业的减排效果差异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碳排放权定价与分配机制，该机制结合了单一价

格机制和单一数量机制的优点，能够有效克服这两类政策各自的信息激励缺陷，且该机制不

需要进行后续动态调整（包括支付补贴、征收惩罚或发放配额等），政策成本较小，具有较强的

现实可操作性。在固定价格分配机制下，从碳排放权供给的角度看，企业即使通过夸大碳排

放成本改变了总供给，但同时也会增加其初始购买成本，进而增加其总成本；从碳税角度看，

企业即使通过隐瞒碳排放成本降低了初始购买价格，也同时增加其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

碳排放权的成本，进而增加其总成本。虽然在企业隐瞒碳排放成本的情形下，我们发现企业

51



依然存在很微小的撒谎动机，但是理论分析得到了企业撒谎的边界条件，该边界条件与

Weitzman（1974）所提出的条件相类似。由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社会边际排放损

失曲线十分平坦，因而很容易满足本文所提出的边界条件，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固定价格分配

机制的信息激励效果。

本文结合中国投入产出数据以及微观企业数据，利用无监督聚类分析与CGE模型模拟并

回归得到了不同细分行业的异质性MAC曲线。然后使用数值模拟分析，考察了固定价格分

配机制、单一碳税机制以及单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完全信息情境下的环境效率差异。模拟

结果表明，两个单一碳定价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都将导致碳排放量偏离最优目标水

平，但是偏离程度存在着差异。固定价格分配机制的减排效果最接近于完全信息，其总减排

量在不同的社会边际排放损失下，相对完全信息情景的减排量差异约为1%~2%。单一碳税

机制的减排效果次之，其相对完全信息情景的减排量差异约为5%~10%。单一碳排放权交易

政策的减排效果最不理想，其实现的总减排量不到完全信息情景下的一半。此外，从行业角

度看，固定价格分配机制也较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相比于两种单一碳定价机制，采用

固定价格分配机制时，仅有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以及电力、热

力的生产和供应这四个行业依然存在轻微的企业撒谎现象，这是导致均衡结果偏离最优结果

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现实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建设全国碳交易

市场的过程中，可以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撑。第一，本文发现企业在面临单一碳排放权

交易的政策时，会存在非常强的谎报信息动机，因此我国在未来建设和完善碳交易市场的过

程中，需要考虑引入相关价格政策工具来约束潜在的策略行为，以克服单一碳交易市场在信

息不对称下可能导致的偏离预期减排效果的问题。第二，需要重点关注包括化学产品、非金

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等存在较严重信息不对称

可能性的行业，可以考虑利用物联网监测以及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来推进和完善相关数据的收

集和管理工作（叶强等，2022），以避免企业谎报信息而导致减排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在未来

的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了解各类节能减排相关的低碳技术的发展趋势，并分析这些技术快

速进步而可能对企业减排生产与成本带来的变化，以避免由于信息更新滞后而产生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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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ing a well-established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 can contribute greatly to China's

goals of peak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For ETS, an appropriate carbon permit al-

location and pricing mechanism can promote firm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ehaviors through

forming effective price signals. This paper proposes a hybrid pricing and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carbon permits un-

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is mechanism combines advantages of both pure price control mechanism and pure

quantity control mechanism, which provides effective incentives for firms to report their true emissions information to

the social planner to set optimal policy targets. The simulation analyses justify theoretical model's predictions by us-

ing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model based on China's input-output data and firm-level data. Results

show that abatement effect of the hybrid mechanism is closer to the full information case than that of pure price con-

trol mechanism and pure quantity control mechanism.

Keywords: Asymmetric Information；Carbon Emissions Permit Allocation；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Curve；Unsupervi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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